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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与用今的多元思考——以庆历学术与庆历新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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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社会变革，虽然历次变革的具体情形各不相同，有时间 长短、规模大小、

层次深浅、有序与无序状况等等差异，但几乎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即如 何立足于现实以展开历史的反思，如何掌

握历史传统与时代现实的关系。从先秦诸子围绕法 先王与法自然、尊古与重今等等问题的思想分歧，到两汉经学的

今古文之争、玄学的名教自 然之辩，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托古改制”，都可以看作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时代的反

映。从 某种意义上说，在变革时代出现这个问题是必然的。所谓变革，简言之就是要改变现实或现 状，而现实总与

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反思历史，对现实的认识就达不到穷本溯源的 深度，对变革的前途也就不能作出理性

的抉择。所以，致思于历史传统与时代现实的关系问 题，是人类试图以理性来铸造自身历史的必然要求，现代如

此，古代亦然，我们现在讨论传 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同一个问题的延续。 

  当然，问题的表现形式有古今之别。古人既未曾遇到今天如此复杂的思想文化局面，也没有 “现代化”概念，

他们要推进社会的有序变革，通常都采取“托古改制”的方式，其理想目 标不是前瞻性的实现“现代化”，而是后

顾性的实现“王道”、“古制”、“三代之制”。 也正因为“现代化”是前瞻性的，而且在通常语意下是一个科技

发展的目标，传统文化对于 这个目标又几乎无补，所以传统文化有无价值就成了一个很大疑点。而“王道”是一个

人文 目标，在古代，像道家的庄子那样怀疑这个目标的价值，是特例，更多学者都立足于时代现 实，致思“王道”

之内涵，试图通过创造性的阐释，彰显出“王道”之价值。但换个角度来 看，问题的表现形式虽有古今之别，而梳

理问题的思路却古今相通。“现代化”的前瞻，事 实上不能脱离以历史意识为重要内容的思想背景，而且“现代

化”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概念， 是与传统相对的，所以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现代化”作为科技与

人文并 行发展的目标，同时也就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人文传统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反过来看 古人之推行“古

制”，其真实目的也并不是要为更古的人重现历史，而是要为未来树立理想 目标，作出合理的设计，所以严格说

来，他们也只是将人文传统作为一种价值资源，与现代 人对待传统的态度并没有本质区别。因为梳理问题的思路古

今相通，都必须将传统与现实以 及未来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研究古人围绕这个问题的探索，对于我们解决现

代问题有 启示意义。本文以庆历学术与庆历新政为例，讨论师古与用今问题，只是寻找这种启示意义 的一点尝试。 

  庆历学术和庆历新政的理想目标，是三代之“王道”、“王政”，具体内涵，可以引用其领 袖人物范仲淹的话

来概括，即所谓“大礼同天地之节”，“大乐同天地之和”，也就是社会 秩序与和谐的高度统一。将这个目标作为

镜子，现实的种种积弊便都呈现出来。积弊意味着 社会已面临变革的必然要求，如果从政治上主动推行改革以顺应

这种要求，那么社会变革将 是有序的，能够为未来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提供保障。反之，如果政治上因循苟且，僵守

痼陋 ，不主动顺应这种要求，那么将有其他政治势力代之而起，社会变革将是无序的，必然酿成 社会大动乱。从庆

历一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各种议论来看，推行政治改革以顺应社会变革的 必然要求，是他们的共同主张，他们也因

此具有一点共同特点，如忧患意识，崇尚变通，振 兴儒学以彰显王道、扶救世衰等等。崇尚变通主要以《周易》为

依据，彰显王道主要以《春 秋》和《周礼》为依据，此即其所谓“学于古”，也即师古。按照古代的王道推行政治

改革 ，即其所谓“施于今”，也即用今。师古而用今，在当时也叫作“明体达用”，明体是推阐 人文传统的基本原

则，达用则适应时代现实之要求。 

  政治变革的主张，与忧患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是同时提出来的。其所以忧患，是因 为现实政治有种种积

弊。如范仲淹《上执政书》说： 

惟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 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



岂徒然哉？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 ，士未曾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中略）

傥不思变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 旦乱阶复作，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亦今相府负天下之过也。（《范文正公

集》卷8） 

  所谓“穷则变” 云云，出《易．系辞》。按照《周易》理论，卦爻的阴阳推移到了尽极之 处，便会发生相互转

化，所以卦象代表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系统。范仲淹引用这套理论来 评议时事，其所谓“穷”，是指因朝廷无

忧、天下太平所形成的政治方针。从表面上看，朝 廷无忧、天下太平的政治状态似乎很好，然而，由此形成“但维

持岁月”的政治方针，却隐 伏着严重的危机，其表征，有士未曾教、中外方奢侈、百姓反困穷等等。面对这种危

机，必 须运用《易》学理论，采取主动变革。这种变革，本质是“变其道”，即改变政治方针。所 谓“但维持岁

月”即是行黄老无为之政。大致说来，北宋自开国以来所奉行的政策，是采取 渐进的方式将军人政权变更为文人政

府，以此收拾长期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之局。为了缓和 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自宋太祖至宋仁宗，都是宽柔

为政，虽无黄老之名却有黄老之 实，因循惯例，因任社会风气，而纲纪法度的建设则有所未备。其不良后果第一是

政府缺少 克服自身弊病的有效机制，“三冗三费”之类的积弊，沉疴难返，成为北宋中后期政治的最 大 难题；第

二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要求中央政府掌握一套相对健全的法规制度，否则不能 发挥与集权体制相适应的职能作

用，而宋初未建立这样一套制度，所以养成因循偷惰之风， 政治上诸事苟且，委靡不振，既不能除弊，更不能兴

利。正是针对这种状况，范仲淹推行庆 历新政，发动政治改革，并将改革的方针确定为重振纲纪法度。如他在《十

事疏》中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法度，日削月侵，官雍于下，民困于外，疆 场不

靖，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约 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

之烈，采其可行者条奏。（中略）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 

  《十事疏》是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从这份文件来看，范仲淹显然认为重建纲纪法度具有 正本清源的意义。

因为八十年来的积弊乃由于“纲纪法度，日削月侵”所造成 ，所以从根 本上克服积弊的最高纲领，是“法制有立，

纲纪再振”，亦即确立大政方针，健全政治的制 度化建设。这个改革方针，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儒学的基本精

神，所以推行改革与复兴儒 学是一致的。范仲淹说：“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

存乎 《诗》，是非之辩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 入乎《六经》，则

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辩，明天下之制，尽 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

哉？至于扣诸子，猎群史，所以观异同，质成败， 非求道于斯也。”（《范文正公集》卷9《上时相议制举书》）诸

子之书无预于道亦即政治 方针，政治方针必须依据圣人《六经》来建立，这表明范仲淹的政治主张与文化立场是统

一 的，复兴儒学能为政治改革提供强健的文化支持。 

  但是，《六经》毕竟是古代的政治法典，在时过境迁之后，其法象节度是否完全适用于 新的时代现实呢？这就

不能不摆脱盲目的恋古情结，展开理性的思考。范仲淹有《明堂赋》 说：“揖让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谓也。惜乎，

三代以还，智者间间，诸儒靡协，议者喋喋， 而皆胶其增损，忘礼乐之大本；泥于广狭，废皇王之大业。使朝廷茫

然有逾远之叹，罔然有 中辍之议。殊不知五帝非沿乐而兴，三王岂袭礼而至。为明堂之道，不必尚其奥；行明堂之 

义，不必尽其制。适道者与权，忘象者得意。大乐同天地之和，岂匏竹而已矣；大礼同天地 之节，岂豆笾之云

尔。”显而易见，范仲淹鄙薄那些拘泥于古代法象节度的腐儒，认为儒家 文化之所以未能对政治发挥建设性的作

用，原因就在于腐儒们喋喋不休地争论一些毫无意义 的法象节度问题，不能因应时代变化而推行其道，从而丧失礼

乐的根本精神，使礼乐名教与 现实政治相隔绝。要摆脱腐儒的局碍，就必须采取得意忘象的方法，不受古代法象节

度的束 缚，通过文化变革体现出“大乐同天地之和”、“大礼同天地之节”的根本精神。进而言之 ，文化变革又不

能由学者坐在书斋里按其理想的模式来完成，而必须俯就民意民俗，使之具 有最普遍的适应性和合理性。范仲淹

说：“逆其民而理者，虽令不从；顺于民而化焉，其德 乃普。是以究其所病，察其所宜，礼应时而沿袭，教随俗以

彰施，欲求乎广所及也，必在于 俯而就之。”范仲淹由此推阐出一种政治理论，“政者为民而设，民者惟政是平”

（《范文 正公别集》卷3《政在顺民心赋》），意即政治以民众的利益为目的，同时又是民众共同遵 守的规则。这

两者之间当然存在逻辑关系，从范仲淹的思想来看，他显然是以前一句作为逻 辑前提的，所以其思想的更确切表述

应该是，政治必须首先以民众利益为目的，然后才能够 成为民众共同遵守的规则。这种理论，当然是对儒家民本思

想的发挥，又很有些接近现代政 治意识的意味，只不过他还没有想到政治可以由民众自设，否则也就跨越了从民本

到民主的 那一步之遥。 



  坚决支持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欧阳修，也同样运用《易》学理论来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和合 理性，并就师古与

用今的关系提出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欧阳修《易》学的一大特色，就 是急乎人事之用，扫落各种迂怪浮谈。按

照他的理解，《易》之内核是刚柔互用，为最高政 治决策建立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依据“《六经》皆载圣人

之道，而《易》著圣人之用 ，吉凶得失、动静进退，《易》之事也。其所以为用者，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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